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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 ESG 指标体系存在重视总体评价忽略维度关联等问题，导致在缺乏统一标准的

情况下，企业会根据内外部环境改变利益相关者的优先顺序，从而产生对 ESG 的“厚此薄彼”

现象，即企业 ESG 背离。目前鲜有研究关注企业 ESG 背离问题，对企业 ESG 背离行为形成机制的

探索也较为匮乏。

　　基于资源依赖理论和新制度理论，从政府非正式机制视角，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官员访问

对企业 ESG 背离行为的影响机理。选取 2013 年至 2018 年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为样本，通

过企业环境责任、社会责任和治理责任的评分数据来评价企业承担 ESG 各维度责任的情况，提

出企业 ESG 背离行为的测量方式，检验官员访问对企业承担环境责任和 ESG 背离行为的影响；

从监督和资源两个方面检验官员访问影响企业 ESG 背离的机制；根据异质性特征，检验产权性

质和环境规制对官员访问与企业 ESG 背离关系的差异性影响。

　　研究结果表明，官员访问对企业承担环境责任和 ESG 背离行为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官

员访问有利于企业积极承担环境责任，但也诱发了 ESG 背离行为的发生。基于监督视角和资

源视角的中介检验表明，官员访问引发企业 ESG 背离是通过环保监督和环保补助两种机制产

生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官员访问对企业 ESG 背离的影响，在国有企业和环境规制较强地区

的企业更为明显。拓展性研究发现，随着官员等级的提高，官员访问对企业 ESG 背离的促进作

用得到增强；官员访问促进了企业 ESG 整体表现的提升。

　　从官员访问这一非正式机制视角解释企业 ESG 背离的形成机制，拓展了企业策略性承担

环境责任的研究。国家应进一步完善环境治理体系，推动由政府、社会和企业共同承担环境责

任，防范企业过度响应环保政策而出现的激励扭曲现象。企业履行 ESG 需要平衡自身的长期

发展战略与短期经营目标，在完成环保目标的同时，兼顾其他利益相关者责任，实现企业 ESG
责任的包容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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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资源紧张、环境污染和新冠疫情等问题的

出现，关注企业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履行的 ESG 成

为全球共同关注的话题。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

设纳入“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 ，以此为开端 ， 2013
年后为了实现环境治理目标，国家逐步强化了各级

政府的环境监管责任，并将环境绩效作为政府部门

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 [1]。在此背景下，中国的 ESG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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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更多地被理解为环境解决方案。随着环境治理压

力的增加，地方政府将干预辖区内企业的环境治理

决策，要求辖区内污染企业采取长效机制治理污染。

具体而言，地方政府会组织由环保官员和企业家参

加的环保会议，来保证环保政策的执行 [2]。此外，地

方官员也会使用更直接的方法，即通过访问企业来

促使其参与环境治理 [3−4]。虽然按照波特假说，企业

进行环境治理能够促进企业加强绿色技术的创新和

运用，从而抵消企业环保成本，最终能够实现环境治

理与盈利目标的双赢 [5]。但短期看，企业承担环境责

任的主要受益方是社会而非企业 [6]。因此，官员访问

可能给企业注入外部资源，从而促使企业承担环境

责任 ，但政府对环境责任的诉求也可能引发企业

ESG 行为的失衡，即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降低了在

ESG 其他维度上的资源投入。

ESG 是一种在投资决策中将企业环境、社会和

治理表现纳入考虑的投资理念 [7]，ESG 的本质是统筹

兼顾股东利益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 [8]，让所有的利

益相关者实现共赢。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包容性

观点，ESG 需要同时关注环境责任、社会责任和治理

责任，但实践中企业会根据内外部环境改变利益相

关者的优先顺序并权衡不同的 ESG 维度。通常意义

上讲，企业会优先关注股东利益，即优先承担治理责

任。但在强大的制度压力和利益相关者推动下，企

业会改变 ESG 三方面维度的优先顺序，也就是观察

到的上市企业优先履行环境责任而消极履行治理责

任或社会责任的 ESG 背离现象。本研究将企业 ESG
实践中积极承担环境责任、消极回应其他责任 (包括

社会责任和治理责任 ) 的行为界定为 ESG 背离。已

有研究考察官员访问对民营企业环境责任承担的积

极影响 [3−4]，但是在官员访问促进企业积极承担环境

责任的表面之下，还存在“厚此薄彼”的策略性行为。

这种行为不同于已有研究从商业手段角度考察的企

业策略性承担环境责任行为，而是更加隐蔽的承担

环境责任与承担其他责任之间失衡的行为。遗憾的

是，尚未有研究考察这种现象。因此，本研究着重探

索官员访问对企业 ESG 背离的作用机制及其边界条

件。 

1  相关研究评述 

1.1  企业 ESG背离

企业 ESG 背离关注 ESG 中各个指标的平衡问题，

与企业 ESG 背离相关的研究主要有两类。①从单个

ESG 维度考察企业是否履行社会责任或者环境责任 [9]，

如企业是否虚假宣传绿色产品 [10]、是否夸大披露环

保投入等 [11]。这些研究认为有两类因素可能导致企

业 ESG 背离。一是信息不对称。这导致企业承担社

会责任更容易受到关注和获得更多利润 [12]，企业会

利用信息不对称过度美化绿色行动 [13−14]。二是来自

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性压力。MARQUIS et al.[15] 认为组

织压力致使企业策略性承担环境责任以规避惩罚 ；

DELMAS et al.[16] 发现政府监管具有惩戒效应 ，能够

对违背环保理念的行为进行惩罚，给企业带来合法

性压力，迫使企业难以掩盖虚假宣传行为；TESTA et
al.[17] 的研究表明，有效的政府监管可以减少“漂绿”

企业的产生。总之，相关研究普遍认为信息不对称、

制度压力和合法性压力造成了实质性履行 ESG 责任

与象征性履行 ESG 责任之间的收益差距 ，促使 ESG
背离“有利可图”。②不再仅仅关注 ESG 某个层面

的责任承担，而是从 ESG 多个层面考察企业的责任

承担问题，发现企业可能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来掩盖

其他责任问题。HEMINGWAY et al.[18] 发现企业承担

社会责任可以降低股东关注度，帮助高管掩盖公司

治理问题。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

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差异可能是引发 ESG 背离的

重要因素之一。MURRAY et al.[19] 使用效应层次模型

分析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社会责任承担的反应，

发现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期望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存

在差异，甚至部分利益相关者并不认同企业承担社

会责任 ；KIM et al.[13] 认为市场上的投资者将承担环

境责任视为不利经营因素，致使积极履行环保责任

的企业不愿意完全披露环境信息。随着绿色发展的

推进，承担环境责任已成为政府对企业重要的考察

要求，但鲜有研究对企业是否会通过承担环境责任

来掩盖 ESG 其他维度的责任问题进行考察。在“碳

中和”“碳达峰”目标下，ESG 是实现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支撑，而企业 ESG 背离这种反常的履

行责任行为不利于 ESG 的实施。但目前关于企业 ESG
背离行为尚未有研究展开深入的探索 ，对企业 ESG
背离行为进行理论溯源和科学界定的研究更是不足。 

1.2  官员访问的后果

通常来说，官员访问活动需要由组织部门备案，

要将预定的访问对象、访问形式、访问内容和目的

在被访问企业与访问官员之间进行协调，而被访问

企业也会根据访问目的和内容形成正式的接待方案

和汇报内容。已有研究发现官员访问作为中国式政

治关联的一种形式，能够对企业行为产生广泛影响。

一类研究基于资源配置视角，认为官员访问能够促

进企业获取政府补助 [20]，增加企业的雇员规模 [21]，帮

助制造业企业提升绩效 [22]。另一类研究基于合法性

和信息不对称视角，认为官员访问通过提高组织合

法性提升了企业的创新水平 [23] 和股价表现 [24]，通过

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了企业绩效 [25]。此外 ，官

员访问作为一种政策导向性行为 [3]，伴随着环境保护

成为政府优先关注的重要事务 [4]，官员还可以将他们

对企业在环境治理等方面的期望传递给企业 [25]，进

而直接对企业的环境行为产生影响。已有研究考察

了官员访问对民营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影响 [3−4]，为

本研究进一步探讨官员访问是否引发企业 ESG 背离

提供了借鉴。 

2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2.1  官员访问与企业环境责任承担

新制度理论将制度压力分为规制压力、规范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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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模仿压力，而环境合法性压力是规制压力的重

要组成部分 [26]。在一个制度完善的经济体中，政府

对企业环境治理的主要影响来源于法律法规和监管

条例等正式机制 [27]。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处于转型

期的经济体中，中央政府为了实现绿色发展目标，强

化了地方各级政府的监管责任，同时将环境目标完

成情况纳入地方政府部门的考核范围 [1,28]，将环境绩

效作为政府部门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结果表现为：

①增加了环保指标占全部绩效考核的比重；②将环

保考核作为“一票否决”内容，成为考核评价的“硬

指标”；③由上级单位根据环保指标向下级单位下派

量化任务，并签订环保目标责任书 [29]。2013 年以来，

随着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

的总体布局，国家通过颁布实施多种法律法规最终

强化了各级官员的环境监管责任。不同行政级别的

政府官员通过各种方式影响企业活动，其中一个关

键的干预形式是他们对企业的亲自访问 [25,30]。当环

境保护已经成为国家和社会公众高度关注的社会问

题后，官员访问能够提高企业的环保履职倾向 [4]。

官员访问降低了政府与被访问企业之间的信息

不对称程度 [25]，增加了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动力，主

要体现为两个方面。第 1 个方面是监督效应。基于

新制度理论的规制合法性视角，各级政府官员不仅

通过制定环保法律、颁布行政命令、调整排污指标

等正式制度措施对企业施加压力，而且还通过官员

访问的非正式制度措施对企业施加影响。对于出访

的官员而言，访问活动为官员了解相关企业基本状

况、检查企业环保工作创造了机会 [23]。此外，对于访

问中发现的环境污染方面的问题，主政官员都会安

排环保部门予以跟进调查 [4]。由于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央政府反复强调制定更严格的环境政策的重要性，

担心自己职业生涯的地方政府官员有动力迫使重污

染企业通过增加环保投入来减少污染。然而，由于

环境污染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等外部性特征 [31]，

重污染企业可以在稳定当地就业和保证经济增长的

幌子下，通过游说当地环保局和地方政府来规避监

管要求 [2,32]。因此，为了确保中央政府更严格的环境

政策得以执行，同时也为了获得政治晋升，地方政府

官员会经常访问辖区内的企业，特别是重污染企业，

传达他们对企业高管需要采取必要的缓解环境影响

措施的期望。通过走访和面对面的互动，企业高管

对当地政府的偏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他们就更倾

向于服从当地政府的要求，而这些要求是企业生存

和发展的基础。因此，官员访问对被访问的企业形

成一种监督，这种监督压力会促使企业加强环境治

理。

第 2 个方面是资源效应。依据资源依赖理论，作

为开放的系统，任何组织都需要与外部环境或其他

组织打交道，从而获取所需资源 [33]。官员访问不仅

为企业提供反映问题的机会，而且也是企业与政府

建立密切关系的可能途径。一方面，官员访问加强

了企业与政府之间的互动交流，提高了企业与政府

之间的合作默契，为企业获取政府资源提供了便利

和支持。另一方面，官员访问活动向外界传递出被

访企业是重点资助对象的信号，出访官员以及负责

调配资源的职能部门在制定政策和分配资源时可能

向被访企业予以倾斜。企业为了获取发展需要的关

键资源 [32]，会依据感知的政府环境监管压力选择环

境治理策略 [27]。当官员访问释放增加环保补贴等信

号时，企业会增加对环境责任的承担。基于此，本研

究提出假设。

H1 限定其他条件，官员访问与企业承担环境责

任正相关。 

2.2  官员访问与企业 ESG背离

前文已经论述了官员访问能够促进企业积极承

担环境责任，但本研究认为这种作用还带来了与其

相应的外部性，即令企业出现了 ESG 背离行为。从

监督视角看，满足政府的环保诉求为企业提供了合

法性凭证，但这种合法性同时给企业带来了环境治

理压力。资源依赖形成的一个直接后果是控制资源

的一方会对资源需求的一方创造依赖 [33]。不管是出

于监督任务的检查活动，还是本着指导性目标的视

察活动，官员选择访问的企业往往是对当地经济增

长具有重要影响的上市企业，主政官员一般都会带

领职能部门的负责人随同访问，并在企业反映诉求

的当场，要求相关负责人做好后续的支持工作。而

政府关系会挤占企业其他方面的资源配置 [34]，当企

业可利用的资源有限时，管理层出于利益考虑需要

统筹安排资源 [35]。由于企业的资金有限，将一部分

资金投入到环境治理上，其他生产型投资必然会受

到影响，使企业被迫放弃本应进行的投向其他利益

相关者诉求的投资 [36]。并且，官员访问会给企业带

来一定的监督约束压力，企业需要将资源向承担环

境责任方面倾斜。DELMAS et al. [16] 认为政府监管具

有惩戒效应，能够震慑违背环保政策的企业行为，所

以政府监督能够给企业带来合法性压力，致使企业

策略性承担社会责任以规避惩罚。因此，当企业受

到官员访问后，企业管理者会积极地承担环保责任，

以避免因未满足政府环保要求而受到环保处罚。

从资源视角看，官员到访不仅是企业展示自我、

表达诉求的平台，而且为企业建立亲密政治关系提

供了可能。官员在访问企业时通常会表达政策意向，

甚至要求企业积极参与相关项目的环保投资。同时，

政府通过财政补贴、信用担保、土地供应和税收减

免等优惠政策，可以使企业的投资成本外部化，而投

资收益内部化。然而，尽管获得官员访问可以给企

业提供环保补助等好处，但也给企业带来了政府依

赖 [37]。这改变了企业的决策逻辑，使企业将资源集

中在环境责任上，并为转移企业用于承担社会责任

和股东责任资源的决策提供了合法性依据。李增福

等 [38] 认为企业要想从政府手中获得资源，就需要满

足政府的诉求 ；FAN et al.[39] 发现企业满足政府诉求

包括承担政府给予的社会任务和政治任务等方式 ；

刘柏等 [40] 研究表明，管理者会通过积极承担企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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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责任的方式满足利益相关者需要，避免管理者自

身声誉受到损失。与此同时，虽然其他责任承担对

于企业长远发展很重要，但通常需要较高的前期成

本，并且收益不确定性较高 [34]。综上，考虑到企业内

部资源的稀缺性和有限性，被访问企业在一定时期

内无法满足各个项目的需求，使企业和管理者需要

做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决策，注重环境责任、忽视社

会责任和股东责任的 ESG 背离行为随之出现。基于

此，本研究提出假设。

H2 限定其他条件，官员访问与企业 ESG 背离正

相关。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 2013 年至 2018 年中国重污染行业上

市企业作为基础样本。选择这个时间段的原因在于：

第一，官员与企业环境行为的关系受到政治周期的

影响，在不同时期，中央政府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的紧

迫性和力度有所差异 [28,41]。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政

府开始启动新一轮的体制改革，生态环境保护工作

被提上重要的议事日程，重污染行业的环境治理问

题受到更多关注。第二，疫情期间大多数地区推行

“网上办公”“网上办事”，考虑到 2019 年开始的新

冠疫情对官员实地访问企业可能有一定影响，本研

究将重点放在 2019 年之前的时期。之所以选择重污

染企业，是因为与非重污染企业相比，重污染企业受

到政府的环保约束力度更强。关于重污染行业的界

定，根据《上市公司环保核查行业分类管理名录》《重

点排污单位名录管理规定 (试行 )》，并参照证监会发

布的行业分类，最终将重污染行业归纳为：煤炭开采

和洗选业，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纺织

业，造纸和纸制品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

业。依据现有筛选原则，本研究剔除样本期中被 ST、
*ST 以及终止上市的企业，剔除数据缺失或者异常的

观测值，包括资产总额小于等于 0、负债总额小于等

于 0、所有者权益等于 0。最终剩余 3 391 个有效样本

观测值。此外，本研究还对所有连续变量在上下 1%
分位数进行 winsorize 缩尾处理 ，以降低极端值对研

究结果的影响。本研究的官员访问数据通过企业网

站收集，具体包括：①网站信息动态更新，可获取连

续年份的新闻信息；②从企业新闻资讯、大事记中手

工收集官员访问信息；③通过百度等搜索引擎补充

官员访问信息。环境责任评分数据来自中国研究数

据服务平台，社会责任数据来自润灵环球责任评级

数据库，其余数据来自国泰安数据库。 

3.2  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环境责任承担和企业 ESG 背离。

①环境责任承担。本研究参照已有研究的测量方

法 [42−43]，根据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的环境责任评分

数据测量环境责任承担。具体地，环境评分指标包

括环境有益的产品、减少三废的措施、循环经济、节

约能源、绿色办公、环境认证、环境表彰和其他优势

等 8 项内容。为了使不同环境评分指标之间具有可

比性，本研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以上 8 项内容进行

分析 ，将累计贡献率大于 80% 的前 6 个因子合成一

项环境评价综合指标。若该企业环境评价综合指标

在年度中位数之上，将环境责任承担取值为 1，否则

取值为 0。②企业 ESG 背离。本研究以企业其他利

益相关者责任 (即 ESG 中的社会责任和治理责任 ) 评
分判断企业是否消极承担 ESG 中的其他责任，指标

包括股东责任和社会责任等内容。具体地，若该企

业股东责任或社会责任中有一项得分低于年度中位

数，则认为该企业消极承担 ESG 中的其他责任。若

该企业履行环境责任，且消极履行 ESG 中的其他责

任，则将企业 ESG 背离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2) 解释变量：官员访问。本研究借鉴赵晶等 [23]

的研究，根据该企业官员访问次数和官员访问次数

加 1 的自然对数定义官员访问。为了避免互为因果

的内生性问题影响，在回归中对官员访问进行滞后 1
期处理。

(3) 控制变量。借鉴已有研究的做法 [41,44]，本研究

从企业层面、公司治理层面和地区层面选取控制变

量。在企业层面 ，企业规模、盈利水平、成长能力、

资产负债率、经营净现金流和上市年龄等影响企业

承担环境责任的能力，本研究对这些变量加以控制；

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内外部条件存在较大差异 ，

对官员访问的敏感性不同，因此对产权性质加以控

制。在公司治理方面，股权集中度、高管团队规模和

两职合一等会影响企业战略决策，进而影响企业的

环境责任承担和 ESG 背离行为，本研究对这些因素

加以控制。在地区层面，不同的访问官员等级和企

业面临的行业竞争也可能对企业环境责任承担和

ESG 背离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控制了官员等级和

行业竞争因素；考虑到当地环保情况可能对企业的

环保行为产生影响 [42]，本研究控制了地区环境污染

强度和环保强度。此外，为了消除时间固定效应和

地区固定效应的影响，本研究还控制了年度虚拟变

量和地区虚拟变量。主要研究变量定义见表 1。 

3.3  模型设定

为了验证 H1 和 H2，本研究构建模型为

Ceri,t/Devi,t =β0 +β1Visi,t−1 +βn

15∑
n=2

Coni,t+

∑
Yeai,t +

∑
Proi,t +εi,t (1)

β0 β1 βn

其中 ， i 为企业 ， t 为年 ；Vis 为官员访问 ，包括 Vis1 和

Vis2；Con 为控制变量； 为常数项，  ~ 为回归系

数，n 为控制变量序号；ε为残差项。 

4  实证结果和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表 2 给出本研究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Cer 和 Dev 的均值分别为 0.150 和 0.102，标准差分别

为 0.357 和 0.302，说明企业之间的环境责任承担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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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差异，且环境责任承担较好的企业中存在不少

的 ESG 背离问题。 Vis1 和 Vis2 的均值分别为 2.763
和 0.756，标准差分别为 5.459 和 0.947，说明样本企业

之间是否受到官员访问差异较大。 Soe 的均值为

0.343，说明有 34.3% 的国有企业。Epe 的均值为 5.221，
标准差为 0.540，表明各地区环保强度有一定差距。

其余变量的描述性结果均处于较为合理的范围，不

再赘述。 

4.2  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主要变量的 Pearson 相关性分析结果见表 3。
可以看出，Vis1 和 Vis2 与 Cer 之间的相关系数均显著

为正，官员访问与企业环境责任承担之间存在一定

的正向相关性，初步验证了 H1。Vis1 和 Vis2 与 Dev 之

间的相关系数也均显著为正 ，表明官员访问与 ESG
背离之间也存在一定的正向相关性，初步验证了 H2。

此外，各控制变量之间相关系数的绝对值均在 0.800
以下，排除了模型中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4.3  回归结果分析

官员访问与环境责任承担和企业 ESG 背离的回

归结果见表 4，被解释变量为 Cer 和 Dev，解释变量为

滞后 1 期的 Vis1 和 Vis2，因此样本观测值有所减少。

(1) 列中 Vis1 的回归系数为 0.017，在 10% 水平上显著，

z 值为 1.732； (2) 列中 Vis2 的回归系数为 0.144，在 5%
水平上显著， z 值为 2.116。上述结果表明，官员访问

显著促进了企业承担环境责任，主要是由于官员访

问通过监督效应和资源效应，减少了地方政府与企

业高管之间关于环境保护监管执法的信息不对称 ，

H1 得到验证。在控制变量方面，Siz、Cfo 和 Age 的回

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企业规模越大、经营净现金流

状况越好、上市时间越长的企业环境责任承担越好。

Sto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高管团队规模越大的

企业会承担更多的环境责任。Dua 的回归系数显著

为正，表明总经理兼任董事长的企业更愿意去承担

环境责任。Lev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财务杠杆

越高，企业越不愿意承担环境责任。Fir 的回归系数

显著为负，说明股权分散的企业更愿意承担环境责

任。Hhi 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行业竞争程度越

低，企业的环境责任表现越差。

(3) 列中 Vis1 的回归系数为 0.024，在 5% 水平上显

著， z 值为 2.434； (4) 列中 Vis2 的回归系数为 0.247，在

 

表  1  变量定义

Table 1  Definitions of Variables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环境责任承担 Cer 计算方法见 3.2 的(1)

企业 ESG 背离 Dev 计算方法见 3.2 的(1)

解释变量 官员访问
Vis1 官员访问次数

Vis2 官员访问次数加 1 的自然对数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 Siz 期末总资产取自然对数

盈利水平 Roa 期末净利润总额与期末总资产之比

成长能力 Gro 当年营业收入增长率

资产负债率 Lev 期末总负债与期末总资产之比

经营净现金流 Cfo 期末经营现金总额与期末总资产之比

上市年龄 Age 当前研究年度 − 上市年份 + 1

产权性质 Soe 国有控股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股权集中度 Fir 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与期末总股份之比

高管团队规模 Sto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总人数

两职合一 Dua 总经理兼任董事长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官员等级 Vol 访问官员的行政等级为省级及以上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行业竞争 Hhi 赫芬德尔指数

环境污染强度 Pol 企业注册地所在省份污染气体排放量加1的自然对数

环保强度 Epe 企业注册地所在省份环境保护支出加1的自然对数

年度 Yea 涉及 6 个年份，设置 5 个虚拟变量

地区 Pro 涉及 29 个地区，设置 28 个虚拟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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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平上显著，z 值为 3.438。上述结果表明，官员访

问与企业 ESG 背离行为显著正相关，揭示了官员访

问后，被访问企业出于满足政府环保诉求的要求而

出现“厚环境责任薄其他责任”的背离行为，H2 得到

验证。 

4.4  稳健性检验

(1) 工具变量检验

官员访问与企业环境责任之间可能存在互为因

果和遗漏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因此，本研究采用工具

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借鉴赵晶等 [23] 和钱先航等 [45]

的研究，本研究选取财政盈余和城镇登记失业率作

为工具变量，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选取工具变

量的理由在于：①当地政府是否去访问企业与官员

面临的晋升压力有直接关系 [23]，而财政盈余和城镇

登记失业率都是考核政府部门绩效的重要指标，当

地政府官员会为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和改善就业而访

问当地企业，因此财政盈余和城镇登记失业率满足

了工具变量设置的相关性要求。②地区的财政盈余

和城镇登记失业率与企业环境行为并不直接相关 ，

符合工具变量设置的外生性要求。

表 5 给出工具变量法的第 2 阶段回归结果， (1) 列

中 Vis1 的回归系数为 0.171， (2) 列中 Vis2 的回归系数

为 0.965，均在 5% 水平上显著 ，表明 H1 依然成立。

(3) 列中 Vis1 的回归系数为 0.178， (4) 列中 Vis2 的回归

系数为 1.039，均在 1% 水平上显著，表明 H2 依然成立。

因此，在采用工具变量缓解互为因果和遗漏变量的

内生性问题后，主要回归结果保持不变。此外，Wald
F 检验结果基本显著，说明选取的工具变量具有一定

的合理性。

(2) Heckman 两阶段回归

官员访问可能与一些外生的因素相关，存在一定

的自选择偏误问题。为了解决官员访问的自选择偏

误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 ，本研究采用 Heckman 两阶

段回归模型进行检验 [46]。构建模型为

Vis_di,t =α0 +α1Vis_ii,t +αn

15∑
n=2

Coni,t+∑
Yeai,t +

∑
Proi,t +λi,t (2)

α0 α1

其中，Vis_d 为官员访问的虚拟变量，若当年有官员访

问该企业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Vis_i 为排除性约束

变量，参考已有研究 [47]，本研究选取同年度同行业中

其他企业的官员访问数量的均值； 为常数项，  ~

 

表  2  描述性统计结果

Table 2  Results for Descriptive Statistics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四分之一分位 中位数 四分之三分位 最大值

Cer 0.150 0.357 0 0 0 0 1

Dev 0.102 0.302 0 0 0 0 1

Vis1 2.763 5.459 0 0 0 3 31

Vis2 0.756 0.947 0 0 0 1.386 3.466

Siz 22.264 1.280 20.089 21.332 22.077 22.983 26.071

Roa 0.043 0.059 − 0.208 0.014 0.040 0.074 0.208

Gro 0.176 0.390 − 0.424 0.003 0.120 0.246 2.822

Lev 0.402 0.199 0.059 0.238 0.390 0.547 0.905

Cfo 0.055 0.065 − 0.149 0.018 0.055 0.093 0.238

Age 11.207 7.238 1 5 9 18 26

Soe 0.343 0.475 0 0 0 1 1

Fir 0.342 0.147 0.004 0.237 0.329 0.432 0.771

Sto 17.372 4.202 10 14 17 19 32

Dua 0.364 0.481 0 0 0 1 1

Vol 0.124 0.330 0 0 0 0 1

Hhi 0.157 0.190 0.021 0.035 0.087 0.194 0.925

Pol 3.327 1.036 0.239 2.734 3.487 4.074 5.075

Epe 5.221 0.540 3.629 4.851 5.257 5.664 6.343

　　注：样本观测值为3 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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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n为回归系数；λ为残差项。由 (2) 式计算出逆米斯

比率 Imr，作为控制变量代入主回归模型。

表 6 给出 Heckman 两阶段回归结果，第 2 阶段中

Vis_i 的回归系数在 5% 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同年度

同行业中其他企业的官员访问情况会影响该企业被

官员访问的概率，证明了排除性约束变量的有效性。

第 2 阶段结果中 ， Imr 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 ，表明

模型中存在一定的自选择偏差问题。Vis1 的回归系

数分别为 0.024 和 0.031，Vis2 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171
和 0.285，均在 5% 及以上水平显著，表明在控制自选

择偏差后，H1 和 H2 依旧成立。此外，由于 Heckman 模

型假定截断与样本选择是相关的，在第 1 阶段选择方

程中，个别变量与样本选择概率相关，导致一些观测

值在第 2 阶段回归中被排除，因此样本观测值有所减

少。

(3) 倾向得分匹配法检验

倾向得分匹配法可以消除因个体特征带来的样

本自选择问题。参考已有研究 [48]，首先，通过逻辑回

归模型估计官员访问的概率；其次，根据估计的概率

对企业进行排序，按照 1 ꞉ 3 的最近邻匹配法得分进

行匹配，得到 1 913 个匹配样本；最后，对匹配样本进

行回归分析。共同支撑假设检验结果表明，不在共

同取值范围之内的样本数有 13 个，在共同取值范围

之内的样本数则有 3 011 个，因篇幅所限，共同支撑

假设检验结果不再呈现 ，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本研究建立逻辑回归模型为

Vis_di,t = γ0 +γn

14∑
n=1

Coni,t +δi,t (3)

γ0 γn其中， 为常数项， 为回归系数，δ为残差项。

倾向得分匹配法检验第 2 阶段的回归结果见表 7，

 

表  4  官员访问对环境责任承担和

企业 ESG背离的回归结果

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for Visits by Officials on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Undertaking and

Corporate ESG Deviation

变量
Cer Dev

(1) (2) (3) (4)

Vis1
0.017*

(1.732)
0.024**

(2.434)

Vis2
0.144**

(2.116)
0.247***

(3.438)

Siz
0.843***

(11.698)
0.838***

(11.650)
0.625***

(8.289)
0.606***

(8.048)

Roa
0.320

(0.220)
0.243

(0.166)
− 3.426**

(− 2.551)
− 3.611***

(− 2.659)

Gro
− 0.188

(− 0.887)
− 0.175

(− 0.824)
− 0.412*

(− 1.674)
− 0.383

(− 1.527)

Lev
− 1.082**

(− 2.535)
− 1.096**

(− 2.556)
0.121

(0.269)
0.096

(0.210)

Cfo
2.845**

(2.435)
2.892**

(2.466)
3.196**

(2.523)
3.290***

(2.585)

Age
0.046***

(4.407)
0.046***

(4.392)
0.025**

(2.229)
0.026**

(2.249)

Soe
0.015

(0.089)
− 0.002

(− 0.010)
− 0.095

(− 0.530)
− 0.136

(− 0.756)

Fir
− 1.395***

(− 3.013)
− 1.345***

(− 2.902)
− 1.755***

(− 3.632)
− 1.641***

(− 3.397)

Sto
0.050***

(2.805)
0.049***

(2.763)
0.028

(1.485)
0.028

(1.444)

Dua
0.301**

(2.114)
0.290**

(2.033)
0.352**

(2.284)
0.338**

(2.182)

Vol
0.194

(1.111)
0.158

(0.903)
0.272

(1.487)
0.210

(1.144)

Hhi
− 1.084***

(− 3.100)
− 1.070***

(− 3.059)
− 0.972***

(− 2.580)
− 0.947**

(− 2.501)

Pol
0.109

(0.282)
0.112

(0.289)
− 0.244

(− 0.588)
− 0.241

(− 0.578)

Epe
0.253

(0.467)
0.245

(0.452)
0.251

(0.427)
0.241

(0.408)

常数项
− 22.625***

(− 6.486)
− 22.507***

(− 6.452)
− 17.499***

(− 4.688)
− 17.114***

(− 4.582)

Yea/Pro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观测值 2 522 2 522 2 522 2 522

伪 R2 0.245 0.246 0.188 0.191

　 　 注 ： 括 号 内 数 据 为 经 过 个 体 和 时 间 层 面 cluster 调 整 的  z
值。

 

表  5  工具变量第 2阶段回归结果

Table 5  Second Stage Regression
Results for Instrumental Variables

变量
Cer Dev

(1) (2) (3) (4)

Vis1
0.171**

(2.521)
0.178***

(3.786)

Vis2
0.965**

(2.186)
1.039***

(2.85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Pro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 1.493
(− 0.150)

− 3.458
(− 0.393)

0.831
(0.122)

− 0.776
(− 0.107)

样本观测值 2 522 2 522 2 522 2 522

Wald F 检验 0.896** 1.032 1.300 1.110*

　　注：括号内数据为 z 值，已经过稳健性调整；Wald F 检验原

假设为“存在弱工具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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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列 和 第 (2) 列 中 Vis 的 回 归 系 数 分 别 为 0.020 和

0.154，均显著为正； (3) 列和第 (4) 列中 Vis 的回归系数

分别为 0.029 和 0.282，也均显著为正。以上结果表明，

在控制自选择偏差后，H1 和 H2 依旧成立。

(4) 改变被解释变量测量方法

前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环境评价综合指标，

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造成环境评价指标信息量的丢

失。因此，本研究直接将 8 项环境指标相加得到环境

评价综合指标，以此重新测量 Cer 和 Dev。回归结果

表明，在改变被解释变量的测量方法后，回归结果基

本保持不变。

(5) 改变解释变量测量方法

官员对企业的访问可能受到行业内部因素的影

响，如行业中头部企业被官员访问的次数更多。本

 

表  6  Heckman两阶段回归结果

Table 6  Regression Results for Heckman Two-stage

变量

第 1 阶段 第 2 阶段

Vis_d Cer Dev

(1) (2) (3) (4) (5)

Vis_i
0.823**

(2.037)

Vis1
0.024**

(2.242)
0.031***

(2.945)

Vis2
0.171**

(2.322)
0.285***

(3.680)

Imr
− 6.064***

(− 2.902)
− 5.777***

(− 2.766)
− 5.388**

(− 2.319)
− 5.185**

(− 2.23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Pro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 8.752***

(− 5.638)
7.862

(0.704)
6.430

(0.576)
9.164

(0.724)
8.580

(0.681)

样本观测值 2 200 2 200 2 200 2 200 2 200

伪 R2 0.101 0.254 0.255 0.192 0.196

　　注：括号内数据为经过个体和时间层面cluster 调整的 z 值，下同。

 

表  7  倾向得分匹配法第 2阶段回归结果

Table 7  Second Stage Regression Results for 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变量
Cer Dev

(1) (2) (3) (4)

Vis1
0.020*

(1.851)
0.029***

(2.765)

Vis2
0.154**

(2.060)
0.282***

(3.60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Pro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 21.495***

(− 5.519)
− 21.449***

(− 5.517)
− 16.881***

(− 3.956)
− 16.481***

(− 3.863)

样本观测值 1 913 1 913 1 913 1 913

伪 R2 0.243 0.243 0.179 0.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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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通过扣除企业所属行业官员访问的均值来消除

行业内部因素的影响，重新计算官员访问指标。回

归结果表明，在改变官员访问的测量方法后，实证结

果与前文保持一致。

(6) 考虑官员访问的时滞效应

官员访问对企业的影响存在一定的时滞性，即当

年官员访问对当年的环境责任承担和企业 ESG 背离

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会持续几年。为了控制官员访

问的时滞效应，本研究采用个体和时间上的双重聚

类调整对前文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表明 ，

滞后 1 期～滞后 3 期后，官员访问的回归系数均显著

为正，表明官员访问对企业环境责任承担和 ESG 背

离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时滞性，至少持续 3 年。 

5  进一步分析 

5.1  官员访问影响企业 ESG背离的机制检验

前文理论分析从监督视角和资源视角提出官员

访问会促进企业 ESG 背离行为，为进一步验证两种

视角的合理性，本研究分别使用环保监督强度和环

保补助两个指标作为中介变量来验证上述两种机

制。

(1) 环保监督强度的影响机制

由于提升环保监督强度会增加企业环境治理成

本，政府对企业的环保监督强度越大，企业对环境治

理的投资水平越高 [49]。因此，参考已有研究 [41]，本研

究采用企业当年环保治理费用加 1 的自然对数测量

环保监督强度 (Esp)，解释变量为滞后 1 期的 Vis1 和

Vis2，检验结果见表 8。 (1) 列中 Vis1 的回归系数为

0.034，在 5% 水平上显著， t 值为 2.348； (2) 列中 Vis2 的

回归系数为 0.105，在接近 10% 水平上显著 ， t 值为

1.378。上述结果表明官员访问显著提高了环保监督

强度。将 Esp 引入 (1) 式进行中介检验， (3) 列中 Vis1
的回归系数为 0.019，在 10% 水平上显著，z 值为 1.958；
(4) 列中 Vis2 的回归系数为 0.233，在 1% 水平上显著，

z 值为 3.287。引入 Esp 后 ，与表 4 相比 ，官员访问的

回归系数均有所下降，表明环保监督强度具有中介

作用，验证了环保监督的中介机制。

(2) 环保补助的影响机制

本研究将环保补助作为另一个中介变量 ，参考

KLEER[50] 的研究 ，采用企业当年获得的环保补助加

1 的自然对数测量环保补助 (Ges)，解释变量为 Vis1
和 Vis2。回归结果表明，Vis1 的回归系数在 5% 水平

上显著为正，Vis2 的回归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

即官员访问显著提高了环保补助。将 Ges 引入 (1) 式
进行中介检验，Vis1 的回归系数在 5% 水平上显著为

正，Vis2 的回归系数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与表 4 相

比，官员访问的回归系数均有所下降，表明环保补助

具有中介作用，验证了环保补助的中介机制。 

5.2  产权性质和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检验

(1) 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

国有企业本身的性质和目标决定了承担环境治

理责任是企业的重要职责 [32]，政府更容易将环境目

标作为行政任务施加给国有企业 [51]。基于这个角度，

本研究认为与非国有企业相比，官员访问对国有企

 

表  8  环保监督强度的影响机制

Table 8  Impact Mechanism of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Intensity

变量
Esp Dev

(1) (2) (3) (4)

Vis1
0.034**

(2.348)
0.019*

(1.958)

Vis2
0.105

(1.378)
0.233***

(3.287)

Esp
0.133***

(6.383)
0.134***

(6.40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Pro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 4.595*

(− 1.678)
− 5.105*

(− 1.856)
− 17.722***

(− 4.682)
− 17.334***

(− 4.581)

样本观测值 2 522 2 522 2 522 2 522

调整的 R2 0.087 0.084

伪 R2 0.210 0.214

　　注： (1)列和 (2)列括号内数据为经过个体和时间层面 cluster 调整的 t 值， (3)列和 (4)列括号内数据为经过个体和时

间层面cluster 调整的 z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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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 ESG 背离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本研究根据企业

是否为国有控股来判定企业的产权性质，被解释变

量为企业 ESG 背离。回归结果表明，国有企业组官

员访问的回归系数大于非国有企业组官员访问的回

归系数，且两组间的差异系数检验显著，说明产权性

质强化了官员访问对企业 ESG 背离的影响，即与非

国有企业相比，官员访问对国有企业 ESG 背离的影

响更为显著。

(2) 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

地方政府之间具有异质性，造成地方政府对中央

下达的环保目标的重视程度和地方政府的环境监管

强度存在差异。当地区环境规制强度处于较低水平

时，宽松的环境规制导致企业较低的环境标准遵守

率和较少的环保支出 [52]；而在环境规制较强的地区，

地方政府具有较强的环境意识，更重视环保责任在

企业 ESG 中的位置。基于此，本研究预期，与低强度

环境规制地区相比，高强度环境规制地区中官员访

问对企业 ESG 背离的影响更为显著。借鉴已有研究[53]，

本研究根据各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第二产业增加

值的比值测量地区环境规制强度，按照环境规制强

度的年度中位数将样本分为高强度环境规制组和低

强度环境规制组，检验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被解释

变量为企业 ESG 背离。回归结果表明，高强度环境

规制组官员访问的回归系数大于低强度环境规制组

官员访问的回归系数，且两组间的差异系数检验均

显著。说明在官员访问影响企业 ESG 背离的关系中，

环境规制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 

5.3  官员等级的异质性检验

本研究将访问的官员等级分为省级及以上和省

级以下，并根据企业当年度不同等级的官员访问次

数定义 Vis1 和 Vis2，以进一步检验官员异质性对企

业 ESG 背离的差异性影响。回归结果表明，省级及

以上官员访问和省级以下官员访问均显著促进企业

ESG 背离，但省级及以上官员访问的回归系数大于

省级以下官员访问的回归系数，说明随着访问官员

等级的提高，官员访问对企业 ESG 背离的促进作用

增强。这可能是因为，与省级以下官员相比，省级及

以上官员对环保的重视程度更高。因为在中国式

“央地分权”的制度背景下，环境治理体制依据行政

区域的划分设置管理权限，按照政府层级的构成进

行垂直式领导，也就是中央政府统一制定环境政策，

地方政府负责各辖区内环境政策的执行。这就造成

地方官员可以选择性地执行中央的环境政策 [54]，并

且官员级别越低，这种选择自主权就越大。 

5.4  官员访问与企业 ESG表现

上述研究重点检验了官员访问对企业 ESG 背离

的影响和作用机制，以及产权性质和环境规制的调

节作用，尚未探讨官员访问与企业 ESG 背离的后果，

即本研究检验了官员访问与企业 ESG 背离的关系 ，

而未回应官员访问对企业 ESG 总体水平的影响。因

此，本研究将股东责任、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相加得

到企业 ESG 总分，采用有序逻辑法进行回归，检验官

员访问对企业 ESG 表现的影响，被解释变量为企业

ESG 表现。检验结果表明，Vis1 的回归系数在 1% 水

平上显著为正，Vis2 的回归系数在 5% 水平上显著为

正，说明官员访问有利于企业 ESG 表现的总体提高。

上述结果表明官员访问虽然引发了被访问企业的

ESG 背离，背离了 ESG 的包容性发展逻辑，但也带来

了另一个后果，即 ESG 整体表现的提升。 

6  结论 

6.1  研究结果

本研究聚焦企业 ESG 背离行为 ，以官员访问为

切入点，检验官员访问对重污染企业 ESG 背离行为

的影响，利用手工收集的官员访问数据，构建测量企

业 ESG 背离的指标。研究结果表明，官员访问促进

企业履行环境责任 ，但官员访问也带来了企业的

ESG 背离。以上结果在经过工具变量法、Heckman 两

阶段回归、PSM 倾向得分匹配法、更换解释变量和

被解释变量测量方法、考虑时滞效应的影响等稳健

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借助环保监督强度和环保补助

两个中介变量 ，本研究验证官员访问影响企业 ESG
背离行为的机制，结果表明官员访问通过监督效应

和资源效应对企业 ESG 背离行为产生影响。本研究

还从产权性质和环境规制视角进一步检验官员访问

影响企业 ESG 背离行为的边界条件，结果表明，与非

国有企业相比，官员访问对企业 ESG 背离行为的促

进作用在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与环境规制较弱地

区的企业相比，官员访问对企业 ESG 背离行为的促

进作用在环境规制较强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拓

展性研究发现，官员访问对企业 ESG 背离的促进作

用随着官员等级的提高而增强，官员访问促进了企

业 ESG 整体水平的提升。 

6.2  理论贡献

(1) 在社会责任框架下，虽然学者们已经关注到

企业履行环境责任的动机，但往往只关注到单一的

环境行为 ，而未能与社会责任和治理责任相结合。

虽然 ESG 框架开始将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摆到同

等重要的地位，将三者合一看待，但其更侧重投资策

略，且较少考察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本研究从官

员访问这一非正式机制探讨企业 ESG 背离行为的形

成机制，突破了“利益相关者群体是一个整体”的假

设，有助于解决 ESG 实践依据不足的难题，从利益相

关者责任权衡的角度贡献 ESG 理论。

(2) 已有研究考察官员访问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

响 [3−4]，极少关注环境责任与其他责任的权衡问题。

本研究发现企业为了响应政府环保诉求，会通过积

极承担环境责任的方式掩盖其他责任承担问题。本

研究拓展了官员访问的相关研究，并为未来研究企

业 ESG 背离问题提供了参考。

(3) 在变量测量方面，本研究在参考 LI et al.[42] 和
YAN et al.[43] 的基础上，根据第三方机构 ESG 评分数

据评价企业各层面责任承担情况，并据此提出了企

业 ESG 背离的测量方法 ，为后续实证研究企业 E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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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离提供了方法上的借鉴。 

6.3  实践启示

(1) 尽管官员访问能够对企业承担环境责任产生

拉动作用，但长期看该种方式容易让企业形成依赖，

不利于企业 ESG 责任的包容性发展。因此，需要强

化政府作为公共品提供者的责任，在 ESG 领域推动

由政府、社会和企业共同承担责任，防范“双碳”目

标导向下企业过度响应环保政策而出现履行 ESG 责

任时“厚此薄彼”的激励扭曲现象。

(2) 企业应根据长期发展战略和短期经营目标来

选择履行 ESG 责任的程度，并在此基础上尽量平衡

ESG 责任中的各个维度。从利益相关者责任演进的

角度看，企业不仅要积极履行环境责任，还需要在完

成环保目标的同时，兼顾股东利益、社会利益和员工

利益，实现 ESG 的包容性发展。 

6.4  研究局限和未来展望

①考虑到官员与企业环境行为的关系受到政治

周期的影响，本研究的样本期间为 2013 年至 2018 年。

未来可以考虑将样本期间拓展至 2023 年，一是可以

进一步考察“双碳”目标对官员访问与企业 ESG 背

离关系的影响，二是可以深入探究官员访问影响企

业 ESG 背离是否存在政治周期的波动。②与主政官

员相比，环保官员可能更关注 ESG 的相关议题。受

制于研究样本的局限，本研究未将主政官员与环保

官员做出区分，未来可以进一步考察环保官员访问

对企业 ESG 背离等行为的影响。③企业 ESG 和绿色

治理行为的影响因素除了政府官员外，还包括绿色

投资者、供应商和公众等 [55]，限于篇幅，本研究仅考

虑了官员访问这一关键要素，后续研究可进一步考

虑绿色投资者和供应商等因素对企业 ESG 背离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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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t present, the ESG indicator system emphasizes on overall evaluation, yet neglects dimensional correlation, which
leads to the phenomenon of companies changing their stakeholder priorities according to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in the absence of consistent standards, a phenomenon referred to as corporate ESG deviation. However, there is a paucity of lit-
erature on corporate ESG deviation and a lack of exploration of the mechanisms that shape corporate ESG deviation.
　　Based on resource dependency theory and new institutionalism theory, this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formal govern-
ment mechanism, theoretically analyses and empirically tests the mechanism of the influence of visits by officials on corporate
ESG deviant behaviors. Selecting a sample of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in the heavy pollution industry during the period 2013-
2018, this  study  evaluates  the  responsibility  of  corporate  ESG dimensions  by  using  the  data  of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
sponsibil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governance responsibility scores. Based on this, this study further proposes a measure of
corporate ESG deviation and tests the direct impact of visits by officials on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and ESG de-
viation. This study also examines the mechanisms of the influence of visits by officials on corporate ESG deviation from super-
vision path and resources path. Further, this study test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he nature of property rights and environment-
al regula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sits by officials and corporate ESG deviation, based on heterogeneity characterist-
ics.
　　This study finds that visits by official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and corporate
ESG deviation, indicating that visits by officials promote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and corporate ESG devi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intermediary test conducted through supervision and resource path, shows that visits by officials improve
corporate ESG deviation by promot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upervis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ubsidies.  Further
study shows that the impact of visits by officials on corporate ESG deviation has been strengthened in state-owned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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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nterprises located in the areas with strong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Furthermore，the extension study not only finds that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visits by officials on ESG deviation is enhanced with the increase of official rank, but also finds that
visits by officials promote the overall improvement of ESG performance.
　　This study illustrates the influence of visits by officials on corporate ESG deviant behavi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rm-
ation mechanism, expands the research of corporate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The policy implication that national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ystem should be further improved, and the government, society and enterprises should jointly as-
sume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ies  to  prevent  incentive  distortion  caused  by  excessive  responses  of  enterprises  to  environ-
mental protection policies. Meanwhile, enterprises need to balance their long-term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short-term busi-
ness objectives when undertaking ESG responsibility by considering other stakeholders when achieving environmental protec-
tion objectives, promoting the inclusive development of ESG responsibility.
Keywords：visits by officials；ESG deviation；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y undertaking；stakeho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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